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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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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限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廉洁度、基

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均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

正向促进,但现阶段廉洁度水平削弱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提升作用,且上述结论存在明显的地区异

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廉洁度门槛,不同廉洁度水平下,基础设施投资

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高廉洁度时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了包容性增长的提升,而低廉洁度时基础设施

投资显著阻碍了包容性增长的提升,且相对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而言,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廉洁度的要求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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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成
为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存在的两个特征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２０１７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

数为０．４６７,超过世界基尼系数０．４的警戒线① ;城乡、区域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严
重制约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阻碍了人民公平而充分地分享发展成果.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的同时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包容性

增长”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增长模式,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通过增

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更是中国政府进行反周期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手段成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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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下行带来的增长压力,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本身

就担负着改善收入分配的责任.如果基础设施对分配不均等现象未有改善,就失去了公共产品的性

质[１].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对其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不足.因此,在追

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背景下,还应综合考虑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

配效应.
与此同时,我国官员的廉洁度情况不容乐观,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到２０１７年６月,全国共立案审查厅

局级干部８６００多人、县处级干部６．６万人,处置问题线索２３６．２万件,立案１４１．８万件,处分１４０．９万

人② .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历年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显示,近几年中国的清廉指数排名有所

提升,但在１８０个参评国家(地区)中,廉洁指数提升速度较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③ .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对我国较严峻的反腐败形势、迅猛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和

追求效率兼具公平的包容性增长,我们需要探讨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若存在联系,廉洁度

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分别具有何种影响,廉洁度在三者之间扮演何种角色.尽管已有研究

指出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员廉洁度的影响,廉洁度低于一定水平会对基础设施质

量产生负向影响[２],但尚未有研究把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和包容性增长联系起来,缺乏对廉洁度、基
础设施投资与包容性增长关系的深入探究和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尝试分析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

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是否具有廉洁度门槛效应.本

文可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大多从理论上分析包容性增长,鲜有研究从

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廉洁度在包容性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将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纳入包容性

增长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包容性增长方面的研究.第二,本文尝试利用动态面板和门限面板模型,实
证检验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在我国包容性增长中的具体表现,并确定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

廉洁度门槛.第三,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不均衡现象,本文以东部、中部和西

部三大地区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检验区域异质性对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本文侧重研究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包容性增长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内

在关系,相关文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述:

１．包容性增长.当前,学术界对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没有形成统一界定,但大多都从缩小收入差

距、均衡发展机会及实现减少贫困等角度进行分析.Rauniyar和 Kanbur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减

少不平等现象的增长,并指出这里的不平等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不平等[３].王雪冬将包容性增长

定义为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平等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且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协调可持续增长[４].王洪川

和胡鞍钢指出,包容性增长中增长是首位、是基础,包容性是其次、是目的,而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是一

种共享发展,目标是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全体人民包容性增长,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５].

２．基础设施投资与包容性增长.Josie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对金砖国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政治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６].樊胜

根等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基础设施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减少农民贫困、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７].张勋和万广华通过研究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农村基础

设施投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对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１].

３．廉洁度与包容性增长.目前,只有少量研究涉及廉洁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且大多从腐败

的角度分析廉洁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Breen和 Gillanders认为腐败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从
而阻碍社会生产率提高[８].聂辉华指出腐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腐败对不同

性质的企业影响效果存在差异[９].

４．廉洁度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关系.RoseＧAckerman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伴随着腐败行

为的泛滥[１０].Bose等发现,腐败对基础设施质量具有负向影响[１１].Gillanders研究了腐败对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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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后发现,腐败行为降低了基础设施质量[１２].范子英指出中国的基础

设施投资与腐败存在正相关关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伴随着更多腐败的可能性[１３].
纵观已有文献,虽有少量研究涉及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或包容性增长,但尚未有研究把三者联

系起来,缺乏深入分析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在包容性增长中所起作用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全国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通过对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容性全

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来衡量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限面板模型,实
证检验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在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探究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包

容性增长的廉洁度门槛,明确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改革方向.本文研究结论对提升我国包容性增

长、缓和收入差距矛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根据廉洁度的特征,本文认为廉洁度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主要基于两种途径:
途径一为直接传导机制,主要表现为廉洁度对社会分配的有效性和竞争公平性的直接影响,

而社会分配的有效性和竞争公平性是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我国公权力基本集中

在城镇政府,良好的廉洁度环境能够有效制约政府人员手中的权力,提高社会分配的有效性和竞

争的公平性,实现效率兼具公平的政策效果,提升包容性增长;反之,在较差的廉洁度环境中,公权

力的拥有者更易利用手里的权力进行“寻租”,将拥有的权力作为资本参与竞争与分配,导致这部

分群体收入迅速增加,侵占了其他群体利益,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阻碍包

容性增长的提升.
途径二为间接传导机制,主要表现为廉洁度通过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进而间接影响包容性增

长.在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投资行为的主体,政府权力可以主

导基础设施投资金额、类型及投资区域,因而官员的廉洁度水平会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配置效率产生影

响.具体表现在:较高的廉洁度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提升.良好的廉洁

度环境能够有效减少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
提高基础设施质量和投资效率,通过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转移和

非农产业的发展,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提升.反之,较低的廉洁度通过降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间接阻

碍包容性增长提升.当廉洁度水平较低时,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腐败行为.由于腐败的

存在,一些资源可能被浪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可能减少或被侵占,导致地区基础设施配套

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分配的均衡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对包容性增长产生间接的负向

影响.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１:
假设１:廉洁度不仅能直接影响包容性增长,而且能通过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而间接影响包容

性增长.
(二)非线性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廉洁度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存在“促进”和“抑制”两种效应,而这两种效应又会间接作用于基础

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廉洁度门

槛特征,主要表现如下:首先,较好的廉洁度环境能够有效减少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的“寻租”,
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随着廉洁度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质量和效率得到

持续提升,基础设施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持续增加,从而降低了城乡劳动力转移成本,提高了

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促使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反之,在较差的廉洁度

环境中,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监管难度增加,负责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部门更易成为腐败的重灾区[１４].
腐败通过扭曲投资结构、增加投资成本等途径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发挥积极作用,降低基础设施投资效

率,进而抑制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溢出效应.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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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溢出效应可能受到廉洁度的限制,只有廉洁度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后,
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才会产生积极作用.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２:

假设２: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廉洁度门槛.
(三)异质性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由于存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我国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结构也不尽相

同,从而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差异.除此之外,廉洁度水平、经济发

展导向等因素的区域差异,也会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包容性增长的溢出效应.一直以来,东部地

区基础设施投资无论在总量还是人均投入量上都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进入“基本适应型”,基础设施投资方向从交通、水利和电力等一般性基础设施转向科技型基础设

施投资.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交通、电力和水利等一般性基础设施投

资的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随后—追赶型”的状

态.考虑到廉洁度环境的区域差异和基础设施投资分布的区域不均衡性,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３: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测算

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测算,学者们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从不同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主观赋权和因子分析赋权等方法对包容性指数进行测算[１５][１６];另一种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

对包容性增长进行度量.如陈红蕾和覃伟芳在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经

济增长中的一种非期望产出引入测算框架,提出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１７].为了科学合理地测

算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即使用 MalmquistＧLuenberger指数法对中国包

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一)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构建

为了将收入差距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需要构建一个既包括期望产出,又包括非期望产出

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定义集合中投入要素为x＝(x１,,xN)∈RN
＋,期望产出为y＝(y１,,yM)∈RM

＋,非
期望产出为z＝(z,,zI)∈RI

＋,分别表示有N种投入向量、M 种期望产出向量和I种非期望产出向量.
用P(x)表示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如下:

P(x)＝ y,z( ) :x可以生产(y,z){ } (１)
依据Fare等的观点,需要对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假定[１９].由于本文研究的

包容性增长主要目标是既实现经济增长(获得期望产出),同时又缩小收入差距(减少非期望产出).
因此,本文假定在投入水平给定的前提下,期望产出减少时,非期望产出也同比例减少,即非期望产出

的减少需要付出成本.这个假定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预期缩小收入差距便会使经济效率受到

损失,从而可以将收入差距纳入生产率的研究框架中.为了测算纳入收入差距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

率,本文借助基于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来调整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D０
→(x,y,z;g)＝supβ:y,z( ) ＋βg∈P(x){ } (２)
式(２)中,g＝(y,z)表示一个方向向量,在考虑非期望产出时,定义方向变量为g＝(y,－z),β代

表期望产出增长、非期望产出和投入减少的最大可能数量.根据产出导向的 MalmquistＧLuenberger
指数构建如下模型:

MLt＋１
t ＝

１＋Dt
０
→(xt,yt,zt;yt,－zt)

１＋Dt
０
→(xt＋１,yt＋１,zt＋１;yt＋１,－zt＋１)

×
１＋Dt＋１

０
→(xt,yt,zt;yt,－zt)

１＋Dt＋１
０
→(xt＋１,yt＋１,zt＋１;yt＋１,－zt＋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２

(３)

假设在每个时间t,对应的 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观测值为(xt,k,yt,k,zt,k),其中k＝１,２,,

k;t＝１,２,t,则由这些观测值组成的产出集合P(x)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规模收益的不变性,
即p(λx)＝λp(x),且λ＞０;第二,投入具有强处置性,即xt≥x,P(xt)⊆P(x)[２０].

为了进一步分析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情况,本文采用指数分解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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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t＋１
t 指数分解为效率变化指数(MLEFFCHt＋１

t )和技术变化指数(MLTECHt＋１
t )来分析 ML指数变

动的原因.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MLt＋１
t ＝MLEFFCHt＋１

t ×MLTECHt＋１
t (４)

MLEFFCHt＋１
t ＝

１＋Dt
０
→(xt,yt,zt;yt,－zt)

１＋Dt＋１
０
→(xt＋１,yt＋１,zt＋１;yt＋１,－zt＋１)

(５)

MLTECHt＋１
t ＝

１＋Dt＋１
０
→(xt,yt,zt;yt,－zt)

１＋Dt
０
→(xt＋１,yt＋１,zt＋１;yt＋１,－zt＋１)

×
１＋Dt＋１

０
→(xt＋１,yt＋１,zt＋１;yt＋１,－zt＋１)

１＋Dt
０
→(xt＋１,yt＋１,zt＋１;yt＋１,－zt＋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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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式(４)~(６)中,MLt＋１

t 、MLEFFCHt＋１
t 、MLTECHt＋１

t 指数若大于１,表示从t到t＋１时期生产出

现了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反之,则表示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效率降

低和技术退步.
(二)数据来源

本文测算的是中国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

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等基础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以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

１．投入变量.劳动投入采用历年各省份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表示.由于国内直接公开的统计数据中没有相关存量数据,因此,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固定资产

存量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Kt＝Kt－１(１－δ)＋It,其中,Kt为第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

率,I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参考张军等年的研究,将资本折旧率设定为９．６％[２１],并根据各省

份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期通过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各省份

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２．产出变量.期望产出变量指经济产出变量,采用不变价格GDP指数与当年价格GDP计算出各

省份实际GDP.非期望产出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净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百分比来表示,百分比扩大意味着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则说明收入差距扩大.
本文采用 MaxDEA 软件对 MalmquistＧLuenberger指数进行测算,得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全国３０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包容性TFP)和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传统 TFP).由于

测算得到的信息结果较多,仅报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两类 TFP年均发展速度及

其分解,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除广东省传统 TFP指数等于１外,其他省份传统 TFP指数均小于

１,表明样本期内大多数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且不同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

率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样本期间大部分省份的包容性 TFP指数均小于１,且包容性 TFP指数均小

于传统TFP指数及其分解,仅有山东省的包容性 TFP与传统 TFP指数相同,表明该省份收入分配

相对公平,经济发展的包容性较好.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加入收入差距变量后,同样的投入要素不仅要

实现经济增长,还要改善收入差距,因而包容性 TFP指数低于传统 TFP指数,即没有考虑收入差距

的传统TFP高估了实际生产率.整体来看,较低的传统TFP与包容性TFP指数表明我国要实现以

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建立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础上的经济总量增长,降
低了我国包容性TFP的增长速度.

五、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检验

本部分将对上文提出的３个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廉洁度对中国包容性增

长的具体影响,探究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廉洁度门槛,以明确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收入

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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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包容性TFP指数和传统TFP指数及其分解

城市
包容性 TFP指数及其分解 传统 TFP指数及其分解

MLEFFCH MLTECH MLTFP EFFCH TECH TFP

北京 １．０２１ ０．９５５ ０．９７６ １．０２８ ０．９５８ ０．９８６
天津 ０．９８７ ０．９６９ ０．９５６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６ ０．９６３
河北 ０．９９６ ０．９６９ ０．９６５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１
山西 ０．９９５ ０．９７０ ０．９６５ ０．９９８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４
内蒙古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８ ０．９６３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０
辽宁 １．０１０ ０．９７９ ０．９８９ １．００７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２
吉林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８ ０．９６８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３ ０．９７０
黑龙江 １．０２１ ０．９６３ ０．９８４ １．０１３ ０．９８１ ０．９９３
上海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１ １．００７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９
江苏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２ １．００２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６
浙江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５ １．００１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５
安徽 ０．９８７ ０．９７８ ０．９６４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７ ０．９６５
福建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２ ０．９５１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２ ０．９６５
江西 ０．９８３ ０．９７７ ０．９５９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７ ０．９６７
山东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４
河南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０ ０．９６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１
湖北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５ ０．９５２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５ ０．９６８
湖南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４ ０．９４９ ０．９９６ ０．９７０ ０．９６６
广东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广西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２ ０．９６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７６ ０．９６４
海南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３ ０．９４３
重庆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４ ０．９４９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１ ０．９５８
四川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７ ０．９６７
贵州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１ ０．９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５７ ０．９５７
云南 １．００２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９ １．０３８ ０．９７４ １．０１２
陕西 ０．９８７ ０．９７１ ０．９５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７６ ０．９６５
甘肃 ０．９６３ ０．９７６ ０．９３９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４ ０．９４４
青海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４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２
宁夏 ０．９８２ ０．９６１ ０．９４４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０ ０．９６０
新疆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６０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４ ０．９６７
平均值 ０．９９１ ０．９７２ ０．９６３ ０．９９７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２

　　注:表中的数值表示各省份 TFP指数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平均发展速度.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结合理论分析,首先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廉洁度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程度,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TFPj,t＝β０＋β１LnTFPj,t－１＋β２LnINFj,t＋β３LnTECINFj,t＋β４LnINTj,t＋

β５LnXj,t＋μj,t (７)
式(７)中,TFPj,t、INFj,t、TECINFj,t、INTj,t分别表示第j个省(市、自治区)第t期的包容性 TFP、

一般基础设施投资、科技基础设施投资及廉洁度;考虑到包容性TFP作为一种增长指数,其变化通常

是缓慢且具有连续性的,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包容性 TFP的滞后一期 LnTFPj,t－１;Xj,t为影响包容性

TFP的其他变量;β表示待估算的参数;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廉洁度是否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将基础设施投资与廉洁度的交互项引入模

型,式(７)扩展如下:

LnTFPj,t＝β０＋β１LnTFPj,t－１＋β２LnINFj,t＋β３LnTECINFj,t＋β４LnINTj,t＋

β５LnINTj,t×LnINFj,t＋β６LnXj,t＋μi,t (８)

LnTFPj,t＝β０＋β１LnTFPj,t－１＋β２LnINFj,t＋β３LnTECINFj,t＋β４LnINTj,t＋

β５LnINTj,t×LnTECINFj,t＋β６LnXj,t＋μi,t (９)
式(８)和式(９)中,LnINTj,t×LnINFj,t衡量廉洁度对一般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影响,LnINT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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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TECINFj,t衡量廉洁度对科技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影响.若β５＞０,则说明我国当前的廉洁度水平

能够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提升,反之,则廉洁度水平抑制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

的溢出.
根据上文分析,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廉洁度能够通

过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进而影响其对包容性增长的作用.因而,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后,进一步采

用 Hansen的研究方法[２２],将廉洁度作为门槛变量引入面板模型,构建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影

响的分段函数,检验基础设施投资的廉洁度门槛效应,并对门槛值进行估计,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LnTFPj,t＝β０＋β１LnINFj,t∗I(INT≤θ)＋β２LnINFj,t∗I(INT＞θ)＋

β３LnTECINFj,t＋β４LnXj,t＋μi,t (１０)

LnTFPj,t＝β０＋β１LnINFj,t＋β２LnTECINFj,t∗I(INT≤θ)＋

β３LnTECINFj,t∗I(INT＞θ)＋β４LnXj,t＋μi,t (１１)
式(１０)和式(１１)中,θ代表需要估计的门槛值,I()代表指示函数.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控制变

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率.
(二)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研究的可比性,本文选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国检查年鉴»以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其中,所
有以价值形态表示的数据,均使用对应的价格指数调整成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值,对外开放度

指标中的进出口总额以历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单位.考虑到使用的面板数据可

能存在异方差现象,在实证过程中将所有变量都取对数消除变量异质性.

１．被解释变量.采用上文测算得到的中国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廉洁度３个变量.
(１)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INF)参考童健等的研究,选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的地区年度数据.
(２)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TECINF)选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地区年度投资数据总和[２３].Agenor和 MorenoＧDodson指出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效应主要来源于投资存量而不是投资流量[２４],本文利用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期进行

平减的基础设施投资流量,通过永续盘存法对各省份基础设施投资存量进行估算.
(３)廉洁度(INT)采用“每万人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作为衡量指标,利用职务犯罪立案数

(件)与当地人口数(万人)的比例来表示.其中,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
国检查年鉴»以及各省份«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公职人员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各省

份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

３．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受教育水平及城镇化率.
(１)经济发展水平(GDP)选取各地区人均 GDP来衡量,并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期的 GDP平减指数剔

除物价波动对GDP的影响.
(２)产业结构(STR)选用各省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总和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通

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第一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高,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经济发展水平也越低,
即认为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相关关系.

(３)对外开放度(OPEN)选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当地GDP的比重来衡量.包群和邵敏的研究

发现,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能够分享全球化红利的机会越大,从而更有利于推动当地

居民工资福利水平上涨[２５].
(４)受教育水平(EDU)选用各地区大学生数占当地总人数的比重表示.通常认为一国或地区居

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熟练度越高,进而地区生产效率和劳动者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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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随之提高.
(５)城镇化率(URB)选择城镇人口比例来衡量.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城乡结构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来实现,区域城镇化进程反映了人口红利的

区域配置和使用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提高地区生产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模型中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因变量 LnTFP ０．９７０９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８４０ １．２３３０ ３００

核心自变量

LnINF ０．１００９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４５０ ０．２４８０ ３００
LnTECINF ０．４５８４ ０．６２８８ ０．１９８０ １．５５４０ ３００

LnINT ３．１５３８ ０．３１０２ ２．０３６０ ３．８３６０ ３００

控制变量

LnGDP １０．０１５６ ０．４８５９ ８．８４１０ １１．２３６０ ３００
LnSTR －０．１２１８　 ０．０６５０ －０．３８６１　 －０．００３９　 ３００
LnOPEN －２．７０４５　 １．８１５９ －８．１９５０　 ０．３５００ ３００
LnEDU －４．０７７２　 ０．３１９４ －５．０１２０　 －３．３６７０　 ３００
LnURB ３．９５０９ ０．２３９８ ３．３４１０ ４．４９５０ ３００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以下三步进行:首先进行基准检验,验证基础设施投资、廉洁度对中国经济

包容性增长的具体影响;其次使用面板门限模型,验证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廉

洁度的门槛效应,并分析其门限值大小;最后进行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考察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

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

１．基本结果.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虽能够更好地分析模型的动态变

化趋势,但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因此,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
文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法进行分析.在进行了Sargan检验和残差序列的相关性检验后,得
到的检验结果均通过了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基本要求,因而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是可行的.
　表３ 基础设施投资、廉洁度与包容性TFP回归结果

模型 (７) (８) (９)

LnTFP(－１) ０．８４８９∗∗∗(１８．８５) ０．８５５２∗∗∗(１５．２３) ０．８４８２∗∗∗(１８．６６)

LnINT ０．０６２３∗∗∗(８．５１) ０．０５８９∗∗∗(２．７０) ０．０２６３∗∗(３．６２)

LnINF ０．０７３７∗∗∗(５．３３) ０．０５４２∗∗(４．８４) ０．０７１７∗∗∗(４．８２)

LnTECINF ０．０３３３∗∗∗(７．３１) ０．０３５７∗∗∗(６．１７) ０．０２７５∗∗∗(５．５８)

LnINF∗ LnINT －０．０４１９∗(－２．７７)

LnTECINF∗ LnINT －０．００７５∗∗(－１．８３)

LnGDP ０．１６５２∗∗∗(１４．５５) ０．１５６６∗∗∗(１３．２８) ０．１６６２∗∗∗(１４．２６)

LnSTR ０．２６４９∗∗∗(４．２９) ０．２４３５∗∗∗(３．１３) ０．２７３３∗∗∗(３．６８)

LnEDU ０．０４５１∗∗(１．９８) ０．０３９６∗(１．６４) ０．０４５９∗∗(２．０１)

LnOPEN －０．０１２９∗∗∗(－４．６３) －０．０１３９∗∗∗(－４．８２) －０．０１２５∗∗∗(－３．８７)

LnURB ０．２８０１∗∗∗(６．９７) ０．２７３８∗∗∗(６．８７) ０．２７６９∗∗∗(６．５６)

AR(２) －１．４９５３[０．１３４８] －１．４７３６[０．１４０６] －１．５１４７[０．１２９８]

Sargan检验 ２７．３２２９[０．９７７１] ２７．１８３６[０．９７８２] ２７．３２３３[０．９７７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z值,[]括号内为对应统计量的P值,下
表同.

　　表３报告了基准检验的结果,依据表３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１)在未加入基础设施投资与廉洁

度交互项时,两类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

长不仅具有经济增长效应还具有收入分配效应,且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系数大

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廉洁度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的廉洁度水平

对包容性增长具有促进作用.(２)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两类基础设施投资与廉洁度的交互项后,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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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投资、廉洁度对包容性增长的回归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符号未变仅数值变小.两类交互

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且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与廉洁度的交互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大于科技型基础设

施投资与廉洁度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表明较低的廉洁度更多地阻碍了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

性增长的促进作用.(３)控制变量在３个回归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和数值均呈现稳

定性.其中,对外开放度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反而抑制

了包容性增长.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承接的大多是能源消耗较大、产品

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不利于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而其余控制变量对包容性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表明地区经济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
其中,城镇化率对包容性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以上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设１.

２．关于内生性问题的探讨.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运用了系统GMM 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但廉洁度水平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分布不是完全随机的,通常在包容性全要

素生产率高的地区,廉洁度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投资相对较多,而这种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可

能会影响基准回归结果.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基本研究结论进行验证,并选取各省份地级市

数量(CN)及各省份年末总人口(PN)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为:第一,选择各省份地级市的数量作为

工具变量,是因为在晋升职位既定的情况下,相对于拥有较少地级市的省份而言,拥有地级市数量越

多的省份,其内部的竞争越激烈,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的几率也就越大,越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廉洁度水

平.同时,各省份地级市的数量在样本期内基本不变,且地级市的划分取决于中央政府,不受各省份

经济水平的影响.第二,选择各省份年末人口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各省份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

可能与地区人口数量有关,人口数量越多、居住密度越高的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越大,政府基础设

施投资的偏好越强,且各省份年末人口数量代表的是人口的稠密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影

响,具有外生性条件.
本文将包容性TFP对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和两个工具变量同时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

变量对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正.同

时,当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对两个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时,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显著.这说明本

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并不直接影响包容性增长,而仅仅通过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包容性增长.
　　表４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一阶段回归 二阶段回归

LnINT ０．０４１５∗∗∗(５．３７)

LnINF ０．０５２９∗∗∗(６．８７７)

LnTECINF ０．０３４５∗∗∗(４．６３)

LnCN ０．０３９２∗∗∗(２．５８) ０．０２８７∗∗∗(１．６９)

LnPN ０．０２２９∗∗∗(３．９７) ０．０１６４∗∗∗(１．８３)
地区固定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KleibergenＧPaaprkLM 统计量 １４．７０６∗∗∗

CraggＧDonaldWaldF统计量 ２１．２３９∗∗∗

AdjＧR２ ０．２１３９

　　此外,本文利用 LM 统计量进行

不可识别检验,结果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

假设.表４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

结 果,由 表 ４ 可 知,CraggＧDonald
WaldF检验的统计值均大于经验值

１０,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这表明本

文选择各省份地级市数量和各省份人

口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在

２SLS的第一阶段估计中,两个工具

变量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工具变量的选择具有相关性约束.在２SLS第二阶段的估计中,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系数仍通

过显著性检验且为正,这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即在全国层面,较高的廉洁度水平和

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

３．门槛效应检验.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与廉洁度交互项的检验可知,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

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较高的廉洁度水平.为了进一步检验廉洁度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门槛效

应,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TFP影响的分段函数,对门槛效应和门槛值进行检验和估计,具
体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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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门槛检验的显著性及置信区间估计结果

廉洁度指标 质量指标 门槛数 F值 １０％ ５％ １％ 门槛值 ９５％置信区间

INT

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INF) 单一 ７．２６∗∗ １１．７２８３ １６．３５３２ ２４．５５１９ ３．５５８ [３．５５５０,３．５６１０]

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TECINF) 单一 ９．７６∗∗ １４．８７４２ ２６．８０３７ ３５．３０４１ ３．４６４ [３．４２２０,３．４７５０]

　　注:表中的 F值和１０％ 、５％ 、１％ 的临界值为采用“自抽样”５０次得到的结果;∗∗∗、∗∗和∗分别表示在１％ 、５％ 和１０％ 的
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５门槛检验的结果可知:(１)一般性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 TFP的影响均存在

显著的廉洁度门槛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廉洁度不同而出现差异,廉洁度较

高时,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而廉洁度较低时,基础设施投资阻碍了包容性增长

的提升,这一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２相符.(２)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的廉洁度门槛效应均存在单一门

槛,且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廉洁度门槛值大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的门槛值,表明相对于科技型基

础设施投资而言,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廉洁度的要求更高.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一般性基础设

施的投资相较于科技型投资,投资范围更广、投资金额更大,因而获得佣金机会更多,更难以监管,需
要更高的廉洁度水平.(３)一般性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廉洁度门槛值分别为３．５５８、３．４６４,表明

廉洁度水平大于３．５５８时,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发挥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反之,其对包容

性增长的影响为负;当廉洁度水平大于３．４６４时,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升包容性增长,反之,其
阻碍了包容性增长.

４．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上文给出了全国层面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综合影响,然而,我
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不均衡现象,为了检验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

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依据三大经济带的划分标准将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
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对各地区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稳健性检验 传统 TFP

LnTFP(－１) ０．８２１６∗∗∗(７．５０) ０．８９７４∗∗∗(１０．０３) ０．８４６３∗∗∗(７．９７) ０．８３０９∗∗∗(１９．１５)

LnINT ０．０３２３(０．９８) ０．０３４１∗(１．８７) ０．２０２１∗∗(２．２４) ０．０７２６∗∗∗(８．５４)

LnINF ０．０７３２∗∗(２．９８) ０．０６７８∗(１．７４) ０．０３８１∗∗(２．２８) ０．０７６５∗∗∗(６．７９)

LnTECINF ０．０３８８∗∗(２．２７) ０．３８６４(１．２７１) ０．３７１２(０．３９７) ０．０４４９∗∗∗(８．７１)

AR(２) １．５６１５[０．１１８４] １．０８４９[０．１０８０] －１．４４１０[０．１４６９] －１．５７５８[０．１２６４]

Sargan检验 ２６．４３０１[０．７４４１] ２６．７８９８[０．７６８７] ２６．９８３６[０．７６０２] ２７．３５６２[０．９８８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z值,[]括号内为对应统计量的P值.

　　由表６的结果可知,模型的 AR(２)和Sargan检验结果均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和过度识别问题,即系统GMM 的检验结果是有效的.回归结果依次反映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

地区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可以发现二者在三大地区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

显著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廉洁度水平对包容性 TFP没有显著影响,而其一般性和科技型基础设

施投资对包容性TF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地区两类基础设施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包容性增

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一般性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相对均衡,基础设

施投资的增加能够在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同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增长.中部和

西部地区廉洁度水平均对包容性TFP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 TFP的影

响均显著为正,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中部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

性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依赖于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没有发挥改

善效应.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水平较低的制造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对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和利用效率不高,从而没有发挥其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

效应.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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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基准回归结果再次进行

检验.廉洁度和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时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这一现象,如何改善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包容

性增长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基础设施投资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当前廉洁度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能否

发挥收入分配效应,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

MaxＧDEA软件测算各省份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动态面板和门限面板模型对廉洁度、基础设

施投资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样本期内,除广东省和山东省外,其余省份的包容性TFP指数均小于传统 TFP指数,即

没有考虑收入差距的传统TFP高估了实际生产率,且大部分省份的包容性 TFP指数小于１,表明在

收入差距约束下的包容性TFP仍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第二,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均对包容性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二者均能有效促进经济包

容性增长.同时,二者的交互项对包容性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且相对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而言,一
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廉洁度的要求更高.

第三,门限面板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廉洁度门槛,
廉洁度较高时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提升包容性增长水平,而廉洁度较低时基础设施投资抑制了包容

性增长.
第四,区域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

在东部地区,廉洁度对包容性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两类基础设施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包容性增长;而在

中部和西部地区,廉洁度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明显正向作用,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具有促

进作用,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促进效果不显著.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政府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增

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统一,加快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

收入差距扩大,要素投入产出效率较低,这些问题使得我国包容性TFP增长较低下,经济发展成果偏

离了惠及最广大的普通大众的预期,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努力解决这类偏差,以实现协调发

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第二,科学合理地安排基础设施投资,缩小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差异,从政策上

保障区域基础设施均等化,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不均衡现象.第三,反腐败一直是我们党始终坚

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党心民心所向,努力构建廉洁型政府,稳步提高廉洁度.深化“放管服”改革,营
造公平透明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导向功能,正确认清廉洁度环境对经济包容

性增长的作用,增强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的制度约束力,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监督体系,强化

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监督,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良好的廉洁度环境.第四,根据地区经济水平和基础设

施投资存量,因地制宜地调整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东部地区在兼顾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
应加大对科技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升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溢出效应;中部和西

部地区的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溢出效应,并
激发科技型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改善效应.

注释:

①宁吉喆．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EB/OL](２０１８－０１－３１)[２０１９－０５－２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
２０１８Ｇ０１/３１/c_１１２２３３７６１９．htm．

②温红彦,盛若蔚 ,姜洁,孟祥夫．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就述评[N]．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０９－１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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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人民网:２０１７“全球清廉指数”中国排名上升 新西兰最清廉[EB/OL](２０１８Ｇ０２Ｇ２３)[２０１９Ｇ０６Ｇ１１]．http://world．people．com．cn/
n１/２０１８/０２２３/c１００２Ｇ２９８２９４６３．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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